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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 

制造业非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陈松青 周琴
1
 

(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非一体化现象。借助分工程度指标对长三角地区各

城市两部门的非一体化现状进行了定量分析,并从影响机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非一

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一体化可以通过提高创新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等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正

向溢出效应;在短时间内,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较大的知识差距,两部门的非一体化会导致当地劳动力市

场和产业不匹配进而降低生产效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扩大非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的意见建议。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 制造业 非一体化 经济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指为生产者提供生产性服务的企业集合[1],它可以使一个产业内生出一种新的比较优势[2]和改变其在价值链中

的地位。生产性服务业的产生源于制造业内部分工的深化,而它的发展壮大又能够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在这种互动关系的作

用下,两部门应倾向于近距离分布[3]。但近年来,长三角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呈现明显的非一体化趋势,出现了上海、南京、

杭州等地——生产性服务业,宁波、苏州、无锡等地——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之际,分析这一现象

出现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关系的研究大致有近距离的共同集聚和远距离的分离式集聚两种观点[4]。Ellision 等

基于 E—G 系数的研究发现具有前后向联系的产业之间具有共同集聚倾向[5];除了前后向联系,知识溢出也被认为是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共同集聚的一个重要原因[6];但有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近距离分布是有前提条件的,部分条件的改变会导

致二者分离;Venables 分析了运输成本对前后向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发现当运输成本较高时,产业之间倾向于共同集聚。运输成

本的降低则会导致前后向关联产业分布在不同地区
[7]
;谭洪波通过构建包含农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三部门模型,发现制造

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关系依赖于两部门间的贸易成本。当贸易成本较低时,两部门会分布在不同地区
[4]
。陈国亮认为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会因争夺重叠性资源而出现“挤出效应”和非一体化发展[8]。高春亮等基于长三

角二省一市的投入产出表分析当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长三角形成了上海─服务业、苏浙─制造业的空间分布

特征
[9]
;Fujita和 Ishill以日本电子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其研发部门大多位于大城市,而生产工厂主要分布在小城市或乡村

[10]
。 

总体来说,目前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数量较少,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非一体

化提高了地区的产业专业化水平。而地区产业专业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早已引起多位学者的关注。苏红键等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

据考察了城市产业专业化与职能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两类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均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11];陈立泰等基于

省域面板数据考察了服务业地区专业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服务业地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带动经济增长[12];黄新飞通

过研究贸易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得出了贸易开放主要通过提高地区产业专业化水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结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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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下文将在对长

三角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非一体化现状进行定量描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

增长的溢出效应,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 

1 原因及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 

1.1 非一体化形成原因分析 

为节约运输成本,前后向产业倾向于近距离分布。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虽存在着生产性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但二者

的知识密集度和对各类要素的需求强度差异较大,而且不同于实体产业,生产性服务的传输更多依赖信息传输成本而非运输成

本。所以相比于其他前后向关联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更容易在空间上趋于分离。 

具体而言,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分离的原因主要有:(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对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敏感性不同。

江静和刘志彪将企业的生产成本分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14],其中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等因素,交易成本包括人

力资本可得性、基础设施和政府行政效率等指标。一般来说,制造业对要素成本较为敏感,而不看重交易成本。生产性服务业则

对交易成本更敏感,并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要素成本[14]。而同一地区无法同时在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均享有优势[8],因此对交

易成本和要素成本的不同需求强度会导致两部门在空间上分离。(2)互联网的普及加剧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离趋势。对

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的不同需求强度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分离的根本原因。但是部门间的前后向关联和运输成本的存在抵

消了这一离心力。而互联网的普及使服务的传输可通过信息网络进行,降低了远距离交易的成本和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选址弹性,

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可以分布在不同地区。 

1.2 非一体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1.2.1 提高生产效率机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非一体化使双方可以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区位,在充分利用当地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既可以推动两部门自身发展也可以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其他部门

产生溢出效应,进而更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 

1.2.2 促进创新机制 

目前,关于产业集聚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存在 MAR外部性与 Jacobs 外部性两种观点。MAR外部性认为同类产业的集聚更有利于

知识溢出,Jacobs 外部性则强调多样化产业的集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来说,MAR 外部性在低技术与中等技术水平的产

业中较为明显。而在高新技术产业中,Jacobs 外部性显得更加重要[15]。但不管是 MAR 外部性还是 Jacobs 外部性都肯定了知识密

集程度类似的产业集聚在同一地区更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较大的知识距离
[8]
,两部门的非一体

化可以使知识密集度类似的产业集聚在一起进而加快知识溢出。此外,非一体化会加剧产业的内部竞争,竞争的加剧也会促进技

术进步。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随之加快。 

1.2.3 降低生产成本机制 

生产成本是影响产业分布的重要因素。制造业对要素成本较敏感,生产性服务业则更在意交易成本的高低。通过非一体化,

制造业能够布局在要素成本较低的中小城市而生产性服务业则布局在交易成本更低的大城市。成本的降低提升了制造业与生产

性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区域间协同发展的能力,可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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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一体化分工现状分析 

为对长三角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非一体化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本文参照陈国亮等
[8]
的方法,构建如下指标: 

 

其中,Pi(t)表示 t 时期 i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本文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 5个行业代表生产性服务业,以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之和表示

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Mi(t)表示 t时期 i城市制造业的就业人数;N为长三角城市个数。∑N
i=1Pi(t)与∑N

i=1Mi(t)分别表示长三

角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FSi(t)>1意味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中程度较高;FSi(t)<1 则表示该城市制造业集中程度

较高。 

可知,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分离现象较明显。上海、南京、杭州、湖州等地 FS值高于其他地区,说明这些地

区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非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了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空间分布特征。在这些城市中,上海、南京和杭州是长

三角的 3 个中心城市,说明相比于中小城市,中心城市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良好的制度环境、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对生产性服务

业更具吸引力,而且生产性服务业比制造业更能承受这些地区高昂的工资土地成本。但也有一些城市制造业规模较小,因此呈现

出较高的 FS值,如舟山、宣城等地。而宁波、无锡、苏州、合肥与台州等地 FS值低于 1,说明这些地区是制造业的集中分布区。

这些城市包括许多中小城市,但也包含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如宁波、苏州与无锡等地。制造业按要素密集度可分为劳动密集

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倾向于分布在中小城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则大量分布在大城市。这也说明大

城市中并不总是出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挤出现象,也可能出现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挤出或阻止进入现象。还有一些地

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呈协同发展态势,如嘉兴、宿州等地。 

3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3.1 模型设定 

FS 指标虽能说明是否存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工现象,但在测度分工程度时还存在缺陷。为进一步测度非一体化程度,

本文在 FS指标的基础上构建 Fg指标: 

 

Fg 越大,表明该地区非一体化程度较高;Fg越接近于 1,表明当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呈协同发展态势。除非一体化程度之

外,经济增长还受就业人数、研发投入、对外直接投资和信息化水平的影响。根据上文的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非一体

化可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创新和降低成本影响经济增长。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劳动者能创造更多财富,因此本

文采用分工程度与就业人数的交叉项衡量非一体化的生产效率提高效应对经济的影响;非一体化的促进创新效应以分工程度与

研发投入的交叉项表示,如果非一体化可以提升创新的效率,那么相同的研发投入将能产生更多的研究成果;至于非一体化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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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效应,有的文献采用工资水平衡量企业的生产成本。工资水平的上升会提高生产者的成本,但同时也会提升消费者的购买

力。两者对经济的影响相反。因此分工程度与工资水平的交叉项并不能反映一体化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

缺乏合适的指标,降低成本效应只能包含在 Fg 指标中,Fg 指标也表示非一体化通过其他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综上所述,

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i 和 t 表示地区和时间;PGDP、Fg、RD、IT、employee 和 FDI 分别表示经济增长指标、非一体化程度指标、研发投入

指标、信息化程度指标、就业人数指标和外商直接投资指标。 

3.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部分所用数据为 2006—2015 年长三角 41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模型中的指标分别以以下变量代替:(1)经济增长

指标(PGDP):在因变量的选取上,本文借鉴王婷[16]的观点,用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表示;(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分工程度指标

(Fg),Fg 是本文的核心变量,由式(2)计算所得;(3)信息化程度指标(IT):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水平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

长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地区国际互联网宽带用户数表示当地的信息化程度;(4)地区研发投入指标(RD):研发投入是一国经济持续

发展的动力之一。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用各地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的数量表示该地区的研发投

入;(5)外商直接投资(FDI):FDI 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已被多位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本文以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予以表示;(6)

就业人数(employee):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以地区年末就业人数表示当地的劳动力数量。 

本文所用数据均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4 实证分析 

根据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由结果可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非一体化程度项系数为正且通过

5%显著性检验,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非一体化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研发投入项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

能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致使研发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分工程度与研发投入的交叉项系

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非一体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而改善了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劳动力规模扩大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就业人数与分工程度的交叉项系数为负且通过了 1%显著性检验,说明非一体化未能通过提高单个

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加快经济增长。根据理论分析,非一体化可以在各地区形成专业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熟练程度和

加快产业发展。但是专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存在时间滞后性。短时间内,企业的转移可能造成当地产业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匹配,

导致非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反而降低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据此,可知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非一体化尚处于初步形成阶

段,其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未完全显现;信息化程度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与各行业的

紧密结合可以提高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拉动经济增长[17];FDI 项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中高和高技术 FDI 的流

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但低技术与中低技术 FDI 的流入在这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18]。长三角地区的FDI 主要集

中在低技术密集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规模的扩大未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 

5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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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工程度指标,定量分析了长三角各城市两部门非一体化的程度,并利用 2006—2015

年长三角 41 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非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非一体化可以通过促进

创新、降低生产成本等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短时间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非一体化会造成当地产业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匹配,

导致非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反而降低劳动者的生产效率。由此可知,长三角地区的非一体化尚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其对经济增长的

溢出效应并未完全释放出来。为进一步优化非一体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非一体化的基础上,推动城市间分工协作。城市间的分工协作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分离

的前提。因此,要形成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并通过优化城市间分工协作体系,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非

一体化与城市的分工协作体系更好的契合。在实现各城市资源要素禀赋与产业有效耦合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二,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与各行业紧密结合,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非一体化发展。信息技术的发

展突破了企业区位选择中邻近市场的限制,增强了企业的选址弹性。因此可通过推进互联网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结合,加

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非一体化进程。首先,政府要注重高速宽带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

础;其次,要重点发展远程诊断和维护等技术,扩大互联网在突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距离上的作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

制造业非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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